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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跃迁：稻米理论现实面向之矛盾的时代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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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稻米理论主张的“南方更倾向集体主义文化”难以呼应我国南北方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文化价值观是自我建构的

心理基础，对集体主义文化下自我建构的特征及其社交表达进行梳理后认为，稻米理论对集体主义文化之构念同本土实际情

况存在差异，且对巨大社会变迁中的自我建构探查不够充分，造成了其现实面向之矛盾。“时空跃迁”为解释南北方文化价

值观差异提供了新视角，南方在集体主义文化基础上，因其改革开放之前沿位置而快速融入了比北方更多的个体主义文化。

时空跃迁推动了集体主义文化吸纳个体主义文化优秀因子的进程，促成了“发展的集体主义文化”与“优化的自我建构”，

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动力与自我建构方面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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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南方更倾向集体主义文化吗

稻米理论（rice theory）以农作物的耕作类型切

入，阐释了中国南北方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文化

分野，认为南方集体主义文化倾向较北方更为强烈

（Talhelm et al., 2014），并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指

出，南方人更多使用相对谨慎、具有防范倾向的词

汇（Guntuku et al., 2024），且水稻种植需要严格的

社会规范来应对高劳动力需求，故而南方创新思维

水平较低（Talhelm & English, 2020）。这些观点与“文

化差异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关系”的普遍性认知存

在较大反差，难以呼应中国南北方经济发展的现实

状况。

个体主义文化可以促进经济发展（Friedman, 
2002；Smith, 2011），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经济学

观点。Inkeles（1983）指出，个体现代性是国家发

展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每一个理性人表现出的自

利性行为动机，最终成就了市场“看不见的手”

（invisible hand）。它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的

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Smith, 2011），

在不损害他人自由的前提下，个体充分运用自身

能力与机会，可逐步达成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

（Friedman, 2002）。经济发展亦可提升个体主义

文 化（Greenfield, 2016；Inglehart & Baker, 2000；

Santos et al., 2017），而且国家（地区）越富有，

个体主义文化程度越高（Hofstede et al., 2010）。

至于集体主义文化，却往往会抑制经济发展（罗必

良 , 耿鹏鹏 , 2022；Olson, 1980），因为理性个体

始终以自我利益为上，不会为了集体的共同利益而

主动采取行动（Olson, 1980）。

个体主义文化促进经济发展，抑或经济发展提

升个体主义文化，二者之间因果关系的走向本质上

不会对其存在相关的事实造成干扰。结合稻米理论

的观点推断，个体主义文化较强的北方应当在市场

运行、经济增长方面均胜于集体主义文化较强的南

方，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中国经济“南强北弱”“南

快北慢”的差距一直存在并且还在不断扩大（Wang 
et al., 2023）。诚然，这一结果的发生并非耕种方式

所致，也不在稻米理论的解释范畴之内，而是包括

历史原因在内的诸多因素使然，但并不妨碍我们认

识到这一现实状况与稻米理论之间的明显反差——

“南方更倾向集体主义文化”之观点难以呼应我国

南北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

稻米理论现实面向之矛盾有悖理论与实践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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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进的应然要义，然而目前鲜有研究对此投以关

注。除稻米理论外，一些较有影响力的理论也解

释了个体主义 / 集体主义地域差异的成因，例如传

染病理论（pathogen prevalence theory）、气候 - 经

济理论（climate-economic theory）以及现代化理论

（modernization theory）。其中，现代化理论的提出

更早、解释力更强（徐江等 ,2016），与“经济发展

提升个体主义文化”之观点具有一定共通性，即与

稻米理论存在一定矛盾，但也有研究表明，中国香

港、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却具有集体主义倾

向（Hamamura, 2012），这又与稻米理论具有一致

性。尽管存在矛盾，但作为同一主题下的各具解释

力的理论，本无优劣之分，本文也并非意在理论间

的比较，而是试图以稻米理论为切入口，为中国区

域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寻找文化动力方面的恰切解

释。同时，也希望能为文化心理的本土探索做出一

点有益尝试。 
如何破解稻米理论现实面向中存在的矛盾？又

该如何确证中国南北方的文化价值观倾向？已有

文献曾从样本选取、模型设计（Hu & Yuan, 2015；

Ruan et al., 2015）、变量控制（Roberts, 2015）、测

量方法（朱滢 , 2014；朱滢 , 2015）以及与中国历

史文化发展脉络的契合度（汪凤炎 , 2018；汪凤炎 , 
2019）等多个视角对稻米理论提出质疑，本文认为，

稻米理论本质上是在探讨不同文化动力下的自我建

构差异，对集体主义文化构念的辨析或可作为破解

该理论现实面向之矛盾的切入点。一种文化就如同

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的一贯模式

（Benedict, 2005），文化是人格的典章式放大，人

格则是文化的代表性缩微。人格与文化的一致性使

二者可互为考察视角，而自我是人格的一种基础性

体现——“自我集文化与个体于一体，是反映文化

与个体相互影响的重要指标”（杨中芳 , 2009）。

自我建构不仅是以文化价值观为基础完成的心理过

程，也是体现我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取向

的重要观测点。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按照如下思

路展开讨论：首先对集体主义文化下自我建构的特

征及其社交表达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探查稻米

理论缘何难以呼应南北方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之

后，立足时空尺度，逐步具象地梳理南北方文化价

值观变迁，并尝试提出解释当今南北方文化价值观

差异的新视角。

2  以自我建构为视角探查稻米理论现实面向
之矛盾

2.1   关系：互依型自我建构的核心要素

独 立 型 自 我 建 构（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
独 立 我） 与 互 依 型 自 我 建 构（interdependent self-
construal；互依我）常用于解释个体主义 / 集体主义

文化下的自我建构特征。独立我是一个完整的、可

以不依赖于他人存在的单元，互依我则将自我看作

某种“碎片”，需以某种形式加入群体之中方为完

整，加入并适应某一群体是个体获得自尊的必由之

路（Markus & Kitayama, 1991）。 换 言 之，“ 个 体

本身及其所处的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网络”都在

互依我的边界之内，并且这一边界是相对模糊的、

流变的、具有张力与包容性的（Ho, 1985；Sampson, 
1988）。文化是自我建构的底色，决定了自我建构

的基本特征。独立我与互依我是个体主义 / 集体主

义文化在自我意识上的体现，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

“个体是否在关系之中”。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下

建构起来的自我，主要以互依我的方式存在。

“关系”是构成互依我的核心要素，往往决定

着个体的行为（何友晖等 , 2007），主要表现在中

国人的“公与私”灵活可变，没有明确的固定的界限。

“‘个己’与‘群体’及‘社会’的关系变为是几

个套在一起的同心圆的关系”（杨中芳 , 2009），

组成了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差序格局”（费孝通 , 
2015）。站在任何一个“同心圆”向内看，都可谓

之“私”；向外看，皆可谓之“公”，但无论怎样，

都构成了当时情境中的“自我”。“随着私我内容

的变化，公我内容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反之亦然”

（汪凤炎 , 郑红 , 2015）。“公私自如”意味着自我

的半径是极具弹性的，这种弹性与“混合性关系”

关联紧密，并以“脸面意识”的方式体现在社交实

践中。

2.2   混合性关系：互依型自我建构的社交敏感区

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是黄光

国（2006a）对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大致分类。情

感性关系能够满足个体在安全感、归属感等情感方

面的需要；工具性关系基本无关情感，可视作个体

为了获得自己所希冀的某些物质目标的手段；混合

性关系则介于两者之间，即交往双方彼此认识且存

在一定程度的情感性关系，但又没有深厚到可以随

意表露出真诚的、不加任何整饰的行为。三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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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亲密程度与脸面意识成“倒 U 型”（李英华 , 
2023）。具体而言，不同于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

系与交往对象的“亲密”和“疏离”，混合性关系

遵循人情法则，关涉较强的脸面意识，表现为交往

双方既非绝对亲近以致不必顾忌脸面，又非完全陌

生无需考量脸面。

混合性关系构成了互依我的社交敏感区。通常

在这种关系中，“个人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

来影响他人”（黄光国 , 2006a），也因此催生了普

遍存在的脸面心理①。一个人处理社交事件之“得

体”往往意味着交往双方都要感到“有面子”、至

少不会认为“没面子”，万万不可落到“丢面子”

的境地，这成为评价一个人社交能力的普适性标准。

虽然“人情与面子”作为关联度极高的社交元素组

合，已然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冲突化解模式（黄光国 , 
2006b），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也可能异变为规则

与秩序的羁绊。身处混合性关系时，交往双方往往

更敏感于脸面的增益与减损，更可能因此囿于“人

情与面子”，进而影响市场契约的良性发展以及社

会经济秩序的健康运行（罗必良 , 耿鹏鹏 , 2022；

Ritchie & Gill, 2007；Whyte, 1996），这一结论部分

呼应了“文化差异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关系”的普

遍性理解，也间接说明了混合性关系是稻米理论之

盲区所在。

进一步而言，马欣然等人（2016）在认同稻米

理论的基础上发现，南方人对朋友与陌生人之间的

心理界限较北方人更为明显，即南方人情感性关系

（朋友）与工具性关系（陌生人）之间的界限更为

分明，混合性关系存在的空间较小，换言之，在对

人际关系类型细分之后，南方人混合性关系发生的

可能性较低，意味着倾向集体主义的南方人反而不

甚在意脸面心理，表明稻米理论在观照集体主义文

化内涵时是难以自洽的。此外，虽然稻米理论以基

于统计数据的“离婚率与专利比”的分析来控制代

际差异（Talhelm et al., 2014），但由混合性关系引

发的自我建构层面的矛盾无疑也是解释该理论与现

实状况之间存在反差的关键所在。

2.3  稻米理论缘何难以呼应南北方经济发展现实状

况

本文认为，“南方人更倾向集体主义文化”之

所以存在现实面向之矛盾，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第一，

对集体主义文化的构念同中国本土实际情况存在差

异。“基于多人共同劳作而发生的合作”（Talhelm 
et al., 2014）的确是集体主义文化意蕴的一部分，但

从自我建构视角来看，互依我所蕴含的“关系”也

是其要义所在。“重视事物的功能联系超过重视实

体形质；重视综合超过重视分析，已然融入我们的

文化基因”（张岱年 , 成中英 , 1991）。“协作”与

“关系”是集体主义文化的一体两面，只有一面不

能将其简单解释为集体主义文化。虽然南北经济发

展差距的形成过程是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产业结

构、创新水平及市场活力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但混合性关系引发的“关系羁绊”进而影响到

市场契约的健康发展，或许是诸多影响因素中隐性

却具有一定效力的因素之一。稻米理论未充分考查

“关系”，仅凭“协作”判定中国南北方的文化差异，

还是存有一定探讨空间的。

第二，对巨大且快速变化中的自我建构因素探

查不够充分。稻米理论形成于本世纪初，彼时，中

华大地上的历史性变革已卓具成效，东西方文化导

致的差异逐渐模糊化，西方现代人格中蕴含的独立、

多元等一部分适合我国本土的个体主义文化因子正

有机融入集体主义文化之中。就稻米理论而言，一

方面，从年龄上看，该理论中的被试正是彰显独立、

体现现代人格且更倾向个体主义的群体②，与其“倾

向集体主义”之结论相矛盾；另一方面，从空间上看，

如果将基于儒家思想诞生并发扬的集体主义文化看

作是中华大地的原创、个体主义文化是舶来品的话，

那么，南方因其改革开放的前沿位置是最先接触个

体主义文化、最先感受到“现代化”的地域，南方

人在现代人格上也因此表现得更为明显，即更倾向

个体主义，这也与其观点相矛盾。稻米理论在探讨

南北方文化差异时忽略了时代变革对自我建构的影

响，也是有待商榷的。

综上，对中国文化动力之传统（集体主义文化

的构念）与现代（社会变迁中的自我建构）的失

察，而仅凭对实验与统计数据做出的静态分析，是

稻米理论现实面向之矛盾的主要成因。南北方个体

①考虑到“脸”与“面”在社交表达中各有其功能，故而以“脸面心理”而非“面子心理”表述。

②稻米理论的被试是来自北京、福建、广东、云南、四川和辽宁的 1165 名汉族大学生，文中未见其明确年龄信息，按照文中相关语句 (most 

of our participants were born after China' s reform and opening, which started in 1978) 及其发表时间（2014 年 5 月）来推断，这些被试更可能出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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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 集体主义文化的差异不仅受农耕方式影响，

还受到社会变迁、移民流动、市场经济发展等因素

共同作用的影响，稻米理论单一视角的解释因此存

在局限。进一步而言，集体主义文化是儒家思想

的硕果（其雏形可能是远古先民治水时的“通盘考

虑”以及强调平衡与辩证的“阴阳五行说”；汪凤

炎 , 2018），即中华大地的“原生品”，个体主义

文化则是“舶来品”，简单将其看作是耕种方式所

致的本土产物，是缺乏大历史观支撑的。诚然，稻

米理论所代表的文化心理的生态理论较为宏观，空

间上，对“水稻 - 小麦”耕种方式的比较并非局限

于中国（Talhelm & English, 2020）；时间上，利用

中国历史上的时代背景，指出文化价值观差异可以

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形成（Talhelm & Dong, 2024），

并且只是在程度上论证了中国南北方个体主义与集

体主义的差别，并非否认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底色，

然而，其“（中国南方）水稻种植区更倾向集体主

义文化”之核心观点在“文化动力对于中国人心理

塑造”方面的解释效力显然比其提出者认为的要弱

很多（Ruan et al., 2015）。

3  时空跃迁：探查当下南北方文化价值观差
异的新视角

3.1  时空尺度下的文化价值观变迁

时空尺度下的文化价值观变迁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集体主义文化源于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又发

轫于北方大地，因此，北方具有相对厚重的集体主

义文化根基，然而，历史上不仅有古代北方少数民

族内迁和中原汉族南迁，也有近现代国民革命军北

伐、红军北上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大举南下，

更有改革开放之后“下海热”引发的移民潮。纵贯

中华历史的南北方移民史早已在广阔的时空内一定

程度上模糊了南北方集体主义文化的“孰轻孰重”，

更何况农作物种植史、经济与气候方面的差异，甚

至政策层面的 20 世纪中叶农村集体经济的合作化浪

潮（费孝通 , 2002），都在影响当地人们的文化价

值取向，也自然会对其自我建构产生影响。因而，

对中国南北方文化价值观的二维划分本就是一项错

综复杂的工程。

当这种宏观上的变化经由时间沉淀并反映在个

体身上时，文化价值观也得以较为具象地表达。受

限于心理学的本土化发展历程，目前鲜见较长时间

跨度的南北方文化差异研究，或许秉承“长期扎根

田野”理念的人类学更能“表达”出“时空”对个

体文化价值观的塑造。一些关涉南北不同地域的经

典研究展现了当地个体主义 / 集体主义的变化：费

孝通（2002）于 1936 年暑期考察江苏开弦弓村（江村）

后，着重分析了农村集体经济促发的个体间合作互

助的现象；庄孔韶（2016）则延续了其导师林耀华

对福建金翼村（黄村）的研究，通过 1986~1989 年

间对该村长达十四个月的调研，探查了城市化进程

中，中国农村居民的价值观在传统 / 现代文化、东

方 / 西方文化的交互冲击下发生的变化；Yan（2009）

基于其 1971~2008 年间在黑龙江下岬村的生活经历

与田野调查资料，以当地居民的生活为切入点，探

讨了“中国式的个体主义”是如何在社会变革中得

以孕育并逐步浮现的。人类学家展现的不同地域的

农村居民心理发展图景，形成了偏空间尺度的、探

查文化价值观变迁的“透镜效应”，但由于时间跨

度较长，借助这些研究完成的关于“个体主义 / 集

体主义之南北差异”的理解显然还不甚鲜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南方经济之飞速发展向世

界展现了“个体化的中国模式”（Yan, 2009），也

逐渐拉开了与北方的差距。首先，南北方经济发展

总体呈现“南强北弱”“南快北慢”的格局。国家

统计局网站 2024 年数据显示，GDP 排名前 10 的省

份中，有 8 个均在南方，其中，广东以 14 万亿元

GDP 连续 36 年蝉联全国第一，GDP 排名前 10 的城

市中，除北京外，其余均在南方，其中，上海成为

全国首个 5 万亿 GDP 城市。我国五大经济特区均在

南方（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发展势

头强劲；其次，南方创新水平胜于北方。据国家知

识产权局网站数据，仅 2024 年参与全国专利省域调

查的 8 个试点省份中，企业发明专利通过研发获取

的比例高于全国总体水平的有 4 个省份（上海、广东、

辽宁、福建），南方占有 3 席，并非 Talhelm 等人（2020）

认为的南方创新思维不足以致发明专利率较低。此

外，在文化价值观上，南北方也存在明显差异。研

究表明，南方会鼓励个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侯东霞等 , 
2016），因而南方人的个体主义水平整体上高于北方

人（任孝鹏等 , 2017），现代化程度更高，开放性也

越强（周明洁 , 张建新 , 2007），这显然与 Guntuku
等人（2024）主张的“南方人相对谨慎、具有防范倾向”

之观点相去甚远。以深圳这座极具代表性的新兴移

民城市为例，其城市精神中的“敢闯敢试、开放包容”

抚育了独立自我的行为方式，个体主义水平更高（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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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等 , 2019），展现了西方个体主义文化的积极意蕴，

也间接表明年轻化程度高的城市居民更易接受个体

主义文化。南方鲜明的社会发展进程一定程度上呼

应了经济发展与个体主义文化的内在联系，为区分

中国南北方个体主义 / 集体主义的地域差异提供了有

力的参照。至此，空间尺度下的南北文化价值观差

异得以进一步清晰。

3.2  时空跃迁之理论定位与价值阐释

以上，本文以时间线索为序，讨论了中国南北

方文化价值观的变迁，认为当今之中国，整体为集

体主义文化的背景下，南北方分别倾向个体主义与

集体主义。相较北方人而言，南方人自我建构中的

独立成分比例更高（任孝鹏等 , 2017），更少在意“关

系（尤数混合性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脸面增益

与减损，经济发展也就更少受到人情与面子的羁绊，

某种程度上，这一现实差异正是社会高速发展的结

果。由此，本文尝试提出解释当今中国南北方个体

主义 / 集体主义差异形成之假说——“时空跃迁”

（time-space transition）。“时空跃迁”特指改革开

放以来文化价值观的跃迁式发展（不包括更长时间

内的历史变动，例如移民潮、政策变革），时代性

与适应性是其理论意涵的重要特征。时代性是指对

当下中国社会心理的解读，反映的是身处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中人们的文化价值观；适应性则意味着文

化价值观的变革具有历史主动性，是中国人民主动

选择、积极适应的结果。质言之，是社会的飞速发

展促成了文化价值观跃迁式的发展，这种发生在价

值观与社会心理领域的变革，也被称为“中国体验”

（周晓虹 , 2017）。

同样关涉文化价值观的变迁，但时空跃迁与现

代化理论存在本质区别。现代化理论是一个面向发

展中国家的理论体系，其结构 - 功能主义学派认为，

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向欧美型发达国家系统性演变

的过程，其核心是价值观的转变（Parsons,1971）。

按照这一观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必然以西方为模

板，需要完成文化价值观从集体主义文化向个体主

义文化的转变，意味着中国人文化基因的西方化。

然而，事实上，集体主义文化在中华大地绵延几千

年，深受其影响的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是稳定且不

易改变的（傅根跃 , 李康 ,2024）。中国式现代化展

现了兼收并蓄、守正创新的宏阔图景，“时空跃迁”

正是中国道路独特性的现实表达，文化价值观跃迁

式的发展意指南方在原有的集体主义文化基础上，

因其改革开放之前沿位置而快速融入了比北方更多

的个体主义文化，并非其文化价值观的内核性改变。

这一点与现代化理论具有根本性的区别。此外，“时

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Harvey, 1989）与“时

空跃迁”同样是表达社会发展之快带来的变化，但

前者用以说明生活节奏加快带来的时空压缩之感，

而后者则指向历史状态的大幅度、跨越式的提升，

应和了加速演进的时代之变。

3.3   时空跃迁视角下的文化动力与自我建构

进一步而言，时空跃迁视角下的集体主义文

化应指向一个内涵更为丰富的构念，本文将其称

为“发展的集体主义文化”（developing collectivist 
culture）。发展的集体主义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构念，

不仅包含中华民族原有的集体主义文化优秀因子，

还包含在社会变迁中有机吸纳的一部分适用于本土

的其他文化（主要指个体主义文化）的因子，兼具

深厚根基与崭新活力，这也是其“发展性”之要义

所在。本文引证经济学领域“集体主义文化往往会

抑制经济发展”之观点中的“集体主义文化”，即

传统的、羁绊于人情与面子的集体主义文化，而“发

展的集体主义文化”则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集体主

义困境”（Olson, 1980），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的文化动力，具体表现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合

作与竞争并存，强调的是政府主导下的良性竞争，

追求活力与秩序的有机统一，而非 Liu 等人（2019）

认为的“中国人倾向将内群体成员的友好解释为伪

善，为了核心利益不惜采取不道德行为”的恶性竞争。

发展的集体主义文化是先进的文化，它必定不同于

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也有别于阻滞经济发展的传

统的集体主义文化，是文化动力守正创新的结果。

这一构念的丰富与时空跃迁有着莫大关联，如若将

文化中利于社会进步、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的因素

视为优秀因子的话，则意味着时空跃迁推动了集体

主义文化吸纳个体主义文化优秀因子的进程，彰显

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动力发展层面的生动实践。

有必要论及“发展的集体主义文化”与文化混

合理论（cultural hybridization）、文化混搭理论（culture 
mixing）的区别，首先，文化混合理论认为，全球

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杂糅，最终会引

发新的文化形态，且西方文化是中国青年效仿的模

板（Ashraf, 2017）。虽然时空跃迁假说在文化发展

的动态与方向上，基本与文化混合理论相呼应，即

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体主义文化在彼此交融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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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二者的区别在于“文化主场”是否设立。文化混

合理论重在关注不同文化互动的过程，各文化“力

量均等”，并未关涉文化主场，而时空跃迁正是以

集体主义文化作为文化主场，换言之，对个体主义

文化因子的吸纳是具有选择性的，是大历史观下中

华民族主动发展的适应性选择。其次，文化混搭理

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文化元素在同一时空

中呈现，关涉外在环境现象而非个体内部心理体验，

多存在于品牌延伸、广告创意等方面（彭璐珞等 , 
2017），这与时空跃迁关涉的“文化价值观”有显

著不同。 
更宏观来看，个体主义 / 集体主义文化在空间

上交融、互促又各有地域侧重，这种渐趋合理的现

实状况也是逐步演进而成的，某种程度上呼应了主

张“更加连续性”（continuum-based）的文化动力

模型（Hofstede, 2010）。或许正是因为集体主义文

化的包容气质所致的“杂糅”色彩，才使得学者们

在研究中国南北方文化动力时，出现了观点相悖的

结论，例如，黑龙江地区有很高的集体主义水平

（Vliert et al., 2013），也表现出较强的个体主义（白

晶莹 , 任孝鹏 , 2021；马欣然等 , 2016）——同一地

区且开展研究的时间相近，结论却大相径庭，这是

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现象。

时空变迁不仅推动了集体主义文化的创新性发

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人自我建构的革新，

本文称其为“优化的自我建构”（optimized self-
construal）。传统互依我的形成得益于关系，也往

往受困于关系——羁绊于人情与面子织就的关系网，

致使自我的创造与活力受到一定限制。时空跃迁促

使新一代中国人的自我建构在适应社会变迁的过程

中主动进行着调整，“独立我”中尊重多元、彰显

个性的成分一定程度上中和了传统“互依我”时常

困扰于人情与面子的“关系”因子，既保留了互依

我的核心，又兼容了独立我的优势。这是中国式现

代化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价值理念的一种

具体表达。“发展的集体主义文化”与“优化的自

我建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文化动力与

自我建构方面的具体实践与生动表达。

4   结语

本文基于对稻米理论现实面向之矛盾的破解，

提出了以“时空跃迁”来解释当今中国南北方文化

价值观差异，呼应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

为探查南北方文化动力提供了新的视角。时空跃迁

之理论要义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具言之，对于文

化价值观的变化，“跃迁”既反映出时间维度上的“快

速”，也表明了变动程度上的“剧烈”，折射出中

国式现代化场域下生动独特的人格实践。时空跃迁

不同于现代化理论强调的“现代化之西方模板”，

这一实践是基于本土、吸收外来的主动变革，体现

出集体主义文化作为文化动力的适应性与包容性。

由时空跃迁引发的子概念“发展的集体主义文化”

与“优化的自我建构”同样体现了兼收并蓄、守正

创新的中国智慧。时空跃迁假说为社会心理学的本

土化探索提供了积极启示，或可助力中国社会两大

奇迹（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

心理学解析，以便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经验。

本研究融合了本土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经

济学等多个视角，学科视角的多元化对如何在所涉

文献观点之间进行流畅对话提出了更高要求，结论

稳健性尚需进一步检验。未来要结合心理测量等实

证研究的开展，深挖心理学研究的本土资源，尤为

关注历时性因素（魏新东 , 汪凤炎 , 2022），尝试从

社交模式、文化消费乃至不同年龄阶段的民众认知

与群体认同等多个角度，探查时空跃迁如何影响当

今中国个体主义 / 集体主义地域差异之形成，进一

步系统揭示社会变迁中的“变与不变”及其背后的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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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ce theory advocates that southern China leans towards a collectivist culture. However, when explaining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a, this viewpoint does not align with the universal understanding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Furthermore, it does not fit China’s situation, in which the south is wealthier and develops faster 

than the north. Self-construal is a psychological process completed based on cultural values.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lf-construal and 

social expression under collectivist culture can help to summarize the cultural value orientations of the north and south, explore the reason why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rice theory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of explaining the extant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values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The self constructed under Chinese collectivist culture mainly exists in the form of interdependent self, with the core constituent eleme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a person and the people around. The interdependent self has flexible and elastic boundaries between oneself and others, which 

expressed as facial psychology in daily social intercourse.  When in a mixed relation, as people are often more sensitive to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the 

face of both parties in the interaction,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be trapped in 'relationship fetters', thus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contracts and healthy 

oper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der could be affected. In addition, due to its location at the forefron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utherners exhibit 

more pronounced modern personality traits than northerners, namely a greater tendency towards individualism. Based on thi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reasons wh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rice theory and reality exists are as follows: its construc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collectivist culture is different 

from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 and it has not sufficiently explored the huge and rapidly changing factors of self-construal.

Time-space transition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value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led to leapfrog changes in cultural values. Based on the original collectivist culture, the South has quickly integrated more 

individualistic culture than the North due to its position of the forefron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manifested in that being a collectivist culture as a 

whole, the south and north of China respectively lean toward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People in southern China have a higher proportion of 

independent self in their self-construal, and are relatively less concerned with relationship and the resulting gain and losses of face. Contemporaneity 

and adaptability are main features of "time-space transition" theory. Contemporaneity refer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rrent Chinese social psychology, 

which reflects people's cultural value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daptability means that the change of cultural values has 

historical initiative, and is the resul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active choice and adap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space transition, the collectivist culture is a dynamic concept with richer connotations, namely "developing 

collectivist culture". This concept contains both the excellent factors of the original collectivist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some applicable 

factors that are organically absorbed from other cultures through social changes (mainly referring to individualistic cultural elements). With deep roots 

and abundant vitality, the developing collectivist culture has become a cultural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which not only breaks the "collectivism dilemma" of "weak economic growth of collectivist cultural countries", but also promotes the adjustment of 

Chinese new generation's self-construal in the process of adapting to social changes. The element of respecting diversity and showcasing individuality 

in "independent self" to some extent neutralizes the "relationship" factor of traditional "interdependent self" which could trouble people with Renqing 

and face. Retaining the core of interdependent self as well as incorporating the advantages of independent self, this "optimized self-construal" is a 

specific expression of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people" value i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developing collectivist culture 

and optimized self-construal can be seen as concrete practice and expression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 in 

the specific fields of cultural motivation and self-construal. With its distinct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e time-space transition theory reflects the Chinese 

wisdom of "open-minded and inclusive" and "adhering to principles and pursuing innovation". It also provides positive inspiration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Key words    rice theory, time-space transition, developing collectivist culture, optimized self-construal,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